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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默顿学派科学规范理论是以20世纪及其之前的西方部分发达国家科学社会为研究对象构建的，与当代中国实际存在相当大的隔阂，因此其在当代中国的应用需要中国化重建。当代中国科学价值目标应该包括目的性层次价值目标“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工具性层次价值目标“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当代中国科学基本规范应该是条件性普遍主义规范、正当性利益主义规范、自主性公有主义规范、全面性诚信主义规范和组织化怀疑主义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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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rton School of scientific theory is constructed with som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scientific society in and befo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 its research object, and there is considerable estrangement between it and the actual existenc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o its appl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eds reconstruction with its localization in China. Contemporary China’s scientific value goals should include the objective-level value goal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strumental-level value goal "the extension of certified knowledge". The basic scientific norms of contemporary China should be conditional universalism, legitimate interest doctrine, independent communism, comprehensive credibility and integrity doctrine, and organized skep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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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科学规范理论建设，从理论上讲，一方面可以而且应该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的科学规范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应该而且必须结合“当代”“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下的科学社会现实存在状况具体实际，使其中国化为当代中国的科学规范理论思想。这就像我们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样。
1  默顿学派科学规范理论体系

西方科学规范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是默顿学派科学规范理论。以默顿（R.K.Robert King Merton, 1910.7.4～2003.2.23）为首的默顿学派，以西方部分发达国家科学社会为研究对象，以“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为科学的价值目标或称科学的制度性目标，以科学的精神特质（包括普遍主义、公有主义、非谋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四种科学基本规范）为科学价值目标实现的制度保障，以科学的奖励系统、分层系统、控制系统等科学子系统的有效运行为科学价值目标实现和科学基本规范遵守的现实保障，构建了逻辑相对自洽、体系比较完整的科学规范理论。其中，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科学规范是科学研究平等准入规范和科学评价标准（客观性和逻辑自洽性）规范，公有主义科学规范是科学知识产权规范，非谋利性科学规范是科学研究动机规范，有组织的怀疑科学规范是科学评价程序性规范。
默顿学派科学规范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比较科学地解释了20世纪及其之前西方部分发达国家中进行纯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所组成的科学社会运行状况和发展规律，然而就其与当代中国科学社会现状契合度而言，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结合当代中国科学社会现状进行中国化重建。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科学的价值目标和精神特质两个方面的中国化重建。
2  默顿学派科学价值目标的中国化重建
默顿学派虽然认识到科学社会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并在考察17世纪英国状况时已经提出经济、军事和技术的需要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的思想，但在其科学规范理论建构中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将科学社会系统作为一个孤立的社会子系统，并就该子系统本身来孤立地研究该子系统，从而提出其科学的价值目标是“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然而，科学社会系统终究不是孤立的系统，科学社会系统中所有行为主体并不是孤立地生活在科学社会系统中，他们不仅需要科学生活之外的日常生活，而且他们的行为选择受到科学之外的诸多因素制约和限制。例如，虽然从理论上说科学研究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受到来自国家、社会甚至个人等诸多方面的显性或隐性限制。以当代中国科学研究选题和价值取向为例，研究者首先不能以否定现行的政治统治为目的，其次不能以危害现行社会管理秩序为对象（如研究如何制造毒品、编制计算机病毒），再次不能以制度化学术指导者个人不认可的科研选题和价值取向为对象，否则轻者可能得不到国家和社会的学术资金支持和学术发表机会，得不到制度化学术指导者的肯定和指导，重则可能会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得不到应有的学历学位申请资格或其它正当学术利益获取机会。因此，我们不能将对科学的价值目标的认识局限在科学社会系统范围之内。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科学价值目标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层次：目的性层次科学价值目标——“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工具性层次科学价值目标——“扩展当代中国被证实了的知识”。
目的性层次科学价值目标：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科学在本质上是对客观世界正确的主观反映，其终极性目标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即通过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来改造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使其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这种终极性目标在性质上说毫无疑问应该是功利性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科学的功利性价值目标。反过来审视，这种功利性价值目标是科学的终极目的性目标，因此我们把它称之为目的性层次科学价值目标。对这种功利性价值目标的认识，为英国皇家学会起草学会章程的著名科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实际上早就有所提及——“为生产实践服务”[
]，并且在“从求知和学术兴趣导向转变为应用和现实利益导向”[
]的当代社会显得越来越必要和重要。
当然，在世界尚未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真正的世界共同体的当今时代，在世界还因利益分化而分为众多国家（地区）、民族、机构、团体、单位等大大小小的人的群体和形形色色的人的个体的当今时代，一方面科学终极性目标中的服务对象“人”，不应该仅仅被当作“整个人类”来理解，而且还应该当作不同的群体和个体来理解，另一方面“科学”本身也不能仅仅作为一种没有国界的普遍知识来理解，而且还应该作为具有一定国别属性的具体科学家为一定的国家服务的知识来理解。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真正懂得为什么茅以升说“纵然科学没有祖国，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
]，才能真正懂得为什么在国际科学社会荣誉分配中，首先要把荣誉分配给科学家所服务的国家，如首先承认取得某种学术成就的科学家是某个国家的科学家。
就当代中国这一群体和中国人民中的个体而言，科学的功利性目标，最重要的毫无疑问应该是有利于当代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民中的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这种功利性价值目标内容，我们可以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话语转述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至于“促进世界和谐和发展”，在当代中国视域下，只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外部条件和保障手段，因此在当前历史阶段可以暂时忽略不表）。这一目标其实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发布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教社政函[2004]34号附件）中已经相对比较明确地指出过，那就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应以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己任”；在2007年2月26日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中又再一次明确指出，即“科学共同体把追求真理、造福人类作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并进一步指出“以创新为民为宗旨，以科教兴国为己任，是中国科技界共同的责任和使命”。接下来要研究的是当代中国这一目的性层次的功利性价值目标如何实现问题。
工具性层次科学价值目标：扩展当代中国被证实了的知识。科学的终极目标是为人服务，但是在科学已经成为社会系统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的当代社会，科学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真的像默顿学派成员所讲的那样，具备了其自我价值——“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科学的这一自我价值，在默顿学派视野中是目的性的而且是终极性的，或者说，科学的价值只是为“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 而不是为别的。这显然既不符合人类发展史尤其科学发展史，也不符合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或任何一个国家科学功利性价值追求的事实。也就是说，当代世界“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只能是为某种特定功利性价值追求服务的工具性价值目标。由此，我们推理得出当代中国工具性层次的科学价值目标是“扩展当代中国被证实了的知识”。这里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要在中间加上“当代中国”，只是为了表明这种知识来源和知识生产者的国别属性，以区别于来源于其它国家和知识生产者的知识，而不是说明这种知识的所有权仅仅属于中国及其知识生产者，或者说只扩展了当代中国的知识而没扩展人类共有的知识。
3  默顿学派科学精神特质的中国化重建
默顿学派所提出的科学精神特质或称科学规范系统，包括普遍主义、公有主义、非谋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四种科学基本规范，是作为实现其提出的非功利性科学价值目标的系统自组织保障而提出的。虽然在逻辑上与其提出的科学的价值目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洽，但是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一是在对科学社会系统的存在和运行方式考虑上，只考虑到科学社会系统作为一个相对对立的社会系统存在和运行，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其同时也是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存在和运行。他们虽然能够发现和解释“科学中的马太效应”（The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对知名科学家的特定贡献的同行承认会夸大地自然增加，而对于那些尚未成名的科学家，这种承认就会受到贬低和抵制”[
]（像欧姆、孟德尔之类在科学史上一开始“比较不出名的科学家写的重要文章被埋没多年的例子”“屡见不鲜”，从而“阻碍了科学的进步”[
]），却无力提出减少和消除这种几乎无处不在的违背普遍主义规范的现象。另外，他们并没有提出对一切学术主体共同的、为实现科学的价值目标所需要的基本规范，如诚信。
二是在科学研究的类型考虑上，只考虑到纯科学，而没有考虑到技术以及科学与技术研究之间难以截然分开的复杂关系，因此无法合理解释技术封锁、专利权等与公有主义科学规范之间的矛盾。而且即使是只考虑纯科学，也没有充分考虑到除公众之外的其他知识产权主体形态。
三是在对科学社会系统自身要素和科学家的行为动因考虑上，只考虑到学术精神利益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学术生产资料、学术劳动报酬等物质性学术利益要素，只考虑科学家行为的精神性动因而不考虑也不允许考虑物质性动因，只考虑到学术生产者、学术出版者而没有充分考虑其它学术主体，从而难以正确解释为什么实际上广泛存在谋利性学术行为和现象。在默顿学派看来，非谋利性是一种命令性和禁止性科学规范。按此科学规范，科学社会系统中的科学家不仅不能从科学社会系统获取满足其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质利益（如学术劳动报酬），而且不能从科学社会系统获取科学研究赖以进行的学术生产资料。毫无疑问，能够做到如此要求的前提应该是，科学家不但自有谋生之道而且在科学之外的谋生活动并不影响他们对科学的研究，同时他们自己能够而且必须为自己的科学研究提供学术生产资料；他们所有的科学研究活动，只是出于对科学的兴趣和为了获得并不能当饭吃的同行承认或其它精神性学术利益。这实际上不但与今天的科学社会系统存在状况大相径庭，而且也不符合默顿学派科学规范理论创立时期的科学社会系统的存在状况。
四是默顿学派只要求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不得是为谋取物质性利益，而不管他们所允许的科学研究动机（兴趣、获得同行承认等精神性利益）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有多少人会基于此种动机从事科学研究。似乎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被调动的，并且是否获得以及获得多少物质性利益都不会在任何程度上影响其学术研究积极性。科学研究动机规范——非谋利性科学规范，即“扩展科学知识的愿望应该是科学活动的主要目的”[
]，不仅与科学史相左，而且和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绝大多数把科学作为职业的学术生产者的现实动机不符，“今天的科学家几乎完全和普通的公务员或企业行政人员一样是拿工资的人员”[
]。在科学作为职业的情况下，科学研究首先“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扩展科学知识首先是为了获得生活资料，正如约翰·齐曼（John Ziman）所说，“对现金的竞争，优先于对作为科学驱动力的科学可信性的竞争。为了其个人的生计，有如此多的研究者完全依赖研究资助或合同，赢得这些资助或合同本身就成为一个目标。”[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其就像职业医生和环卫工人首先是为了自己的生计而不是为了救死扶伤和保护环境而从事医疗事业和环卫事业一样，尽管客观上确实起到了救死扶伤和保护环境的作用。在此种意义上说，默顿学派并没有很好解释“科学家们在知识生产中依循科学行为规范的社会动力和原因是什么”[
]。
默顿学派科学精神特质自身都已经具有以上不足，所以更难以和当代中国科学社会系统现状相契合。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而且应该在默顿学派科学精神特质有关理论思想的基础上建构当代中国的科学精神特质。它包括条件性普遍主义规范、自主性公有主义规范、正当性利益主义规范、全面性诚信主义规范和组织化怀疑主义规范五个方面。
一是条件性普遍主义规范。该规范是学术劳动准入性规范、学术机会平等性规范和学术评价实质性规范。其基本涵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代中国任何人都可以自主选择成为现实学术研究、学术评价主体，但是选择成为学术中介、学术行政管理、需要特定资格的学术生产者等现实学术主体或拟制学术主体（如学术研究机构、学术出版单位等）则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反过来，只要他们符合该一定条件即可平等地获得从事某种（些）正当性的学术劳动资格或机会；第二个方面是在学术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获得前述资格或机会的学术主体可以根据其所提供学术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获得相应的学术利益或学术利益分配参与权（在其它学术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分配方式）；第三个方面是对获得前述资格和机会的学术主体本身及其劳动过程和结果（或成果）的评价，应该遵守默顿学派所讲的“普遍主义”科学规范。
二是正当性利益主义规范。该规范是当代中国包括但不限于学术生产者在内的全体学术主体从事包括但不限于学术生产活动的所有学术活动的动力规范。它的功能性作用是，通过保障学术主体正当的学术利益追求和正当的现实学术利益，来调动学术主体的学术劳动积极性，使其为实现科学的价值目标而努力工作。默顿视野中的科学规范在本质上属于道德规范，它以是否有利于其所说的科学价值目标的实现作为衡量科学行为的善恶标准，使这些规范具有了道德性。然而默顿学派“非谋利性”科学规范，由于没有对职业化科学家以及其他学术主体从其职业化的科学研究或其它学术活动中获得与其贡献相一致的生存和发展利益的正当性给予应有的肯定和关照，因此在现实中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难以获得广大职业化学术主体的认同和充分的道德力量，从而难以被广泛尊崇。有鉴于此，正当性利益主义规范代替“非谋利性”规范很有必要。正当性利益主义规范是一种对当代中国全体学术主体普遍准用的规范，其性质不是强制性规范而是任意性规范（授权性）。它的基本涵义是指，当代中国任何学术主体都可以积极追求自己正当性的期得学术利益，维护和处分自己正当性的既得学术利益，并有权要求他者排除妨碍或妨害；当然也可以选择放弃追求自己正当性的期得学术利益权利或维护、处分自己正当性的既得学术利益的权利。在后一情况下，实际上就是自主选择性地遵守默顿学派科学规范理论中的“非谋利性”科学规范；能够作出此种选择的学术主体，往往不是由于其日常生活和学术生活利益来源不依赖于前述正当性学术利益，就是具有崇高的道德品格，而现实中这类学术主体是极少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至于利益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通过这种利益是否具有现实性的学术规范依据或者是否违背现实性的学术规范要求来判断。
三是自主性公有主义规范。该规范是当代中国学术知识产权规范，同时也是学术生产者、为学术生产提供学术生产资料或其它学术利益者的一种动力规范。该规范既是基于默顿学派的“非谋利性”规范，又是基于当代中国科学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现状对“非谋利性”规范的合理化修正。它的基本涵义是，学术知识生产者可以自主决定，或者与学术生产资料或其它学术利益提供者协商性选择决定其生产的知识是否为公众所有、在多大范围和多大程度上为公众所有，其它非直接性的利害关系人无权干涉。该规范逻辑上的前提性规范是正当性利益主义规范。正当性利益主义规范为保证学术主体有足够的学术劳动动力，允许其主张、追求、维护和处理其正当性的学术利益。对于学术生产者和为学术生产提供学术生产资料或其它学术利益者而言，学术成产的成果——知识的所有权，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直接的学术利益，因此应该允许其自主决定该知识产权归属。至于学术生产者和为学术生产提供学术生产资料或其它学术利益者会不会决定公开其知识为公众所有，那完全取决于其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利益选择。正常情况下，如果公开其知识为公众所有比不公开为自己所有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学术利益，他们往往倾向于公开为公众所有，相反则不公开或不完全公开。
四是全面性诚信主义规范。该规范是当代中国全体学术主体在从事学术劳动时的道德品格规范。它是针对默顿学派科学精神特质尤其是其中“有组织的怀疑”规范以下三个方面的缺陷而提出的。第一个方面缺陷，“有组织的怀疑”规范只强调了通过“有组织的怀疑”规范来审查、质疑、证实或证伪学术生产之成果——知识本身的客观性和创新性，忽视了知识生产过程的真实性和某些知识产权归属的正确性。这可以从科学史上列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例一，公元2世纪埃及亚历山大天文学家、“地心说”集大成者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又译《大综合论》）思想主宰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长达1400多年，然而从19世纪开始天文学家采取逆向工程式反计算托勒密的原始数据，发现其所谓的观察数据实际上完全来自于罗德岛天文学家喜帕恰斯（Hippachus）[
]。例二，英国地质学之父史密斯（W. Smith,1769-1839）曾“在一间咖啡馆里向朋友谈论”他多年的观察心得——“如何划分地层的问题”时，“被邻座的一位牧师听去”并“以自己的名字向英国地质学界公布”了。[
]例三，直到现在仍然被命名为“卡尔丹诺公式（Cardano’s Formula）”的一元三次方程求解方法其实并不是卡尔丹诺（G. Cardano,1501-1576）而是尼柯洛•冯塔纳（Nicclol Fontana）建立的。冯塔纳在还没有公开发表前，卡尔丹诺曾向冯塔纳“请教”，得知后迅即在其著作中发表。[
]这些科学史上真实的案例中的不当行为者向公众提供的学术知识的真理性和创新性，不但经受住了“有组织的怀疑”规范所要求的“有组织的怀疑”，而且也并不违反默顿学派科学精神特质中其它任何一个规范，甚至还实现了默顿学派所讲的科学价值目标，但实际上上述不当行为者在作出上述行为时都是不诚实的。有的在学术生产过程中窃取了他人的研究数据（虽然结论有可能是他得出的），有的则直接侵占了他人的知识产权。
第二个方面缺陷，“有组织的怀疑”规范得以起作用的逻辑前提假设是有组织的怀疑者自己是诚实的，但实际上并非一定如此。比如说，作为典型的“有组织的怀疑”者的同行评议专家，就有可能而且在现实中已经发生故意差评、甚至侵占被学术评价者学术成果的行为。上海某大学29岁当上教授、30岁当上博导的胡某某就曾在1997年被清华大学教授举报后被校方认定抄袭的博士论文《CVD反应器中超细粒子的形态控制》一文中，胡某某就曾将“国外科学家送他阅读的、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的精彩内容据为己有，移花接木”。[
]
第三个方面缺陷，默顿学派科学精神特质所规范的对象仅仅是学术生产者，不仅不能规范前述“有组织的怀疑”者，而且无法规范学术行政管理者、学术出版者、学术中介者、学术成就自我宣传者等其它各种学术主体。虽然这些学术主体的不诚实学术行为不会直接地但会通过影响被侵占学术利益的其他学术主体的学术劳动积极性的方式间接地妨害默顿学派所讲的科学价值目标的实现。
综上所述，有必要在当代中国的科学精神特质中增加一个全面性诚信主义规范。其中所谓“诚”是指真诚、诚实，“信”是指信守（诺言、职责、真相）、言行一致，“全面性”是指当代中国一切学术主体的一切学术有关行为。
五是组织化怀疑主义规范。该规范是当代中国学术成果评价的程序性规范和一切学术主体行为正当性、诚信性审查的程序性规范。该规范在表述上，几乎完全采用默顿学派“有组织的怀疑”规范的表述，只是为了和上述四个方面的规范表述相一致，才将“有组织的”一词改为“组织化”。该规范在涵义上，包括了默顿学派“有组织的怀疑”规范的原意，同时扩大了“组织化怀疑”的对象范围，即扩大至当代中国一切学术主体的学术有关行为。比如说，默顿学派所讲的“有组织的怀疑”者之一的同行评议专家，也应该接受“有组织的怀疑”。同样，学术管理者等其他学术主体也应该如此。
以上五个方面理论性学术规范合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科学精神特质或理论性学术规范系统，共同起到为当代中国的目的性和工具性科学价值目标提供规范保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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